
《第一轮修改说明》

尊敬的编委及评审专家：

您好！非常感谢您对本论文的细致审阅和宝贵意见。我们深知审稿工作的辛苦与重要性。在

此，我们衷心地向您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经过深入讨论和学习编委和两位评审专家的意见，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对论文质量提升非常重

要。基于此，我们在修改稿中进行了全面完善和改进，并以红色字体突出显示了主要改动。

同时，在本《修改说明》中，对修改稿原文的引用也以红色字体标注，评审意见以斜体显示。

在逐一回应专家意见之前，我们先总结了几项重要修改，以概览修改稿与原始稿的主要差异：

一、 明确研究动机

本研究主要探讨领导情绪表达与情境信息之间的不一致引发了下属对其情绪不可预测性的

感知，并讨论这种不可预测性如何影响下属的任务绩效和对领导的退缩行为。在各位专家的

指正和提点下，我们充分意识到了原文在论述研究动机时的不足。其中，您主要指出了两大

问题：（1）“数字化情境”与研究动机的关系；（2）本研究的动机（价值）具体是什么。对

此，我们分别做出如下回应与修改：

（1） 删除“引言”中有关“数字化情境”的内容

原稿中，我们原想通过引入“数字化情境”，强调数字和虚拟沟通技术的发展使得情

绪线索更为模糊，从而加剧了领导情绪不可预测的现象。然而，正如各位专家指出

的，我们在后续推理和研究设计中未能将“数字化情境”纳入分析，影响了研究动机

的清晰性。对此，我们在修改稿中对“引言”部分的研究动机进行了重新梳理与表述，

删除了原有“数字化情境”的相关表述，着重论证日常工作情境中领导情绪不可预测

性的研究价值。

（2） 明确本研究的动机（价值）

首先，从组织现实角度来看，情绪表达与情境信息的不一致并非偶发现象，而是在

信息不对称背景下的常态表现。正如我们在修改稿中写道（请见修改稿第一页 23-25

行）：“下属在感知领导情绪时，可能会面临多重困扰，例如领导可能在积极场景（如



庆功宴）中流露出负面情绪，或在一般工作失误中表现出过度愤怒情绪”，领导的情

绪表达有时难以与下属的情境认知一致，可能导致消极结果。因此，探讨这一研究

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其次，从现有文献与理论贡献角度来看，现有研究尚未充分探讨情绪信息与情境信

息冲突时的作用机制。已有文献多以情绪社会信息理论为基础，强调情绪与情境信

息匹配所带来的影响。尽管该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但目前对于情绪信息

与情境逻辑不一致所造成的社会功能失调，仍缺乏系统研究。本研究通过揭示领导

情绪不可预测性所导致的情绪功能失调效应，挑战了既有研究对情绪表达社会功能

性的假设，拓展了情绪社会信息理论的适用边界。因此，我们在修改稿的引言中写

道（请见修改稿第一页 20-23行）：“情绪信息功能的实现依赖于一个前提：情绪信

息在环境中显著且不与情境信息冲突（Van Kleef & Côté, 2022）。现有研究多基于

此假设，验证领导的情绪表达契合情境逻辑时产生的影响，如在消极或模糊情境下

表达消极情绪的影响（Wang et al., 2018）。而实际工作中，领导情绪表达并不总契

合情境逻辑，从而干扰了其社会信息功能的发挥（Lim et al., 2021; Stollberger et al.,

2024）。”

综上，本研究的研究动机基于组织现实、文献和理论的关注盲区，我们希望本研究的发

现能为丰富领导情绪研究做出贡献。

二、 明确理论贡献

本研究围绕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展开，基于情绪社会信息理论，探讨领导情绪表达与情境信

息逻辑不一致时的影响机制，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作出理论贡献（请见修改稿“引言”最后一

段和“4.1理论意义”部分）：

（1） 拓展情绪社会信息理论的适用边界：情绪与情境冲突的功能性探讨

情绪社会信息理论强调情绪作为社会信号的功能性机制，认为在情境不明确时，情

绪表达可作为信息线索帮助观察者理解环境并做出反应（Van Kleef et al., 2012; Van

Kleef & Côté, 2022）。然而，该理论及相关研究较少关注：当情绪表达与情境信息

本身发生冲突时，其功能性是否仍然成立？本研究引入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发现

当领导所表达情绪与当前情境不符时，不仅不能帮助下属理解情境，反而加剧其认

知困惑与焦虑情绪，削弱情绪的社会调节功能。这一发现补充并拓展了情绪社会信

息理论对于情绪和情境一致性边界条件的讨论，揭示了情绪表达在冲突信息环境下



的潜在副作用。

（2） 对领导情绪表达及领导复杂情绪表达研究提供了多层次的文献贡献

现有研究聚焦于探究领导单一离散情绪（如愤怒、感恩、骄傲）对下属反应的影响

机制（如 Ritzenhofer et al., 2019）。对于领导复杂情绪表达，研究多关注领导多种

数量的情绪表达（如混合情绪）如何影响下属，而对情绪表达与情境之间的逻辑一

致性关注较少。本研究通过对情绪不可预测性的扎根分析，强调领导情绪表达的复

杂性不仅体现在情绪本身的复合性或变化，也体现在其与情境之间的契合程度（如

表达强度、情绪触发源）。这一发现推动了情绪研究从关注情绪本身传递的信息转

向关注情绪信息和情境信息的匹配，为理解复杂互动下的情绪功能机制提供新依据。

（3） 补充情绪社会信息理论中情绪互补机制的情境唤起条件

本研究拓展了情绪社会信息理论中关于情绪互补性的讨论路径。已有研究主要将情

绪互补归因于双方的权力不对等或利益冲突（如 Hong et al., 2025），本研究则发现，

领导情绪与情境信息的不一致也会引发下属互补性情绪反应，丰富了情绪互补机制

的情境触发模型。

（4） 引入上下级关系的时间性特征，探究稳定性关系特征对领导偶发性情绪表达的调节

作用

本研究探讨了上下级关系所处阶段（初级 vs.中期 vs.稳定）对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

影响效应的调节作用，发现初期关系中该影响最显著。这一结果回应了 Van Kleef

和 Côté（2022）提出的“情绪研究应更多考虑关系和时间性特征”的呼吁，将稳定的

社会关系纳入情绪解释过程。

三、 补充扎根研究分析，展示情绪不可预测性对应的情境类别

为回应评审专家们关于本研究“研究设计重复”、“情境测量不足”、“应进行扎根分析”等宝贵

意见，我们在研究一中补充了对关键事件材料的扎根分析，并基于此识别出引发领导情绪

不可预测性的典型情境类型。该补充很好地增强了本研究的理论深度与情境有效性。再次感

谢专家们的意见！

具体而言，我们基于关键事件法收集的下属陈述，对典型的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表现进行了

系统的扎根理论分析。我们基于其定义——领导情绪表达信息与情境逻辑信息之间的不一致

——作为判断标准，识别并归纳出五类主要的情绪不可预测性表现形式（结果如表 1所示），

各类别描述如下：



 领导情绪表达效价与情境逻辑不符（33.53%），指领导表达的情绪效价与当前的

情境线索相冲突，主要包括在积极情境下表达消极情绪（如项目成功时突然表现

不悦或愤怒）和消极情境下表达积极情绪（如任务失败或问题发生时却面带微笑、

嬉笑回应）；

 情绪表达强度与情境逻辑不符（38.92%），指领导情绪表达的强度与当下情境的

重要性、紧迫性或刺激强度不匹配，主要包括情绪表达强度过强（如对轻微问题

做出剧烈愤怒反应）和情绪表达强度过弱（如对重要问题无明显情绪波动或淡漠

应对）；

 情绪表达对象与情境逻辑不符（4.79%），指领导将情绪释放于不相关或无直接责

任的对象身上，例如对旁观员工发火或错将负面情绪转嫁给下属。

 情绪触发点缺失（25.45%），指在缺乏明显情绪诱因的情况下，领导表现出不合

理的情绪反应，使下属难以理解其情绪来源，也难以通过常规工作逻辑推测其情

绪。这类表达通常缺乏情绪触发的前因线索。

 情绪变动缺乏触发逻辑（4.19%），指领导在情境未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情绪

在短时间内出现变化，且情绪变化之间缺乏清晰的逻辑联系，令下属难以理解其

变化轨迹。例如，对同一事件表现出前后矛盾的态度与情绪。

表 1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的具体情境

主范畴 对应范畴 原始语句表意

情绪表达内

容与情境逻

辑不符

情绪表达效价

与情境逻辑不

符（33.53%）

积极情境表

达消极情绪

59签下单子同事庆祝时，领导却不高兴并拒绝参加聚会

115团队超额完成目标，领导不同意聚餐并情绪不高兴

249部门业绩第一，领导焦虑紧张、眉头紧蹙，提醒不要骄傲多思考

282周五下午开心交流团建，领导严肃训话、生气询问工作进度

284单位联欢活动取得第一，领导回单位严肃训斥、泼冷水

316部门业绩破纪录，领导训斥，严肃板脸扣奖金

356领导节日祝福时显焦虑，皱眉叹气摇头

消极情境表

达积极情绪

60面对员工工资待遇低时，领导表现平淡，甚至略显开心

72同事未按时完成报告时，领导面带微笑说可以晚两天交

122工作进度落后，我以为会被严厉批评，领导却笑着鼓励并讲解问题

情绪表达强度

与情境逻辑不

符（38.92%）

情绪表达强

度过强

65建议被部门人拒绝时领导特别愤怒，有要疯的感觉

70因平时习惯的工作琐事，领导愤怒、焦虑，情绪激动并拍桌增加处罚规则

74做错普通事情时，领导严肃指出不对

89工作中员工处理错账单明细、材料清单时，领导的态度恶劣到让人无法想象

179面对无关紧要的小失误，领导暴跳如雷，表情严肃、语气暴躁

256因工作小差错，领导突然大发雷霆，愤怒说难听的话

397员工忘关电脑领导大发雷霆，反应过度、训员工

419小组成员普通失误，领导异常愤怒大声吼叫



情绪表达强

度过弱

67小组完成大单提议庆祝时，领导情绪不高，拒绝并离开

134给我加工资，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好几年没加工资了，领导心平气和、

一脸平淡地说给我加工资

255任务成功完成，领导未关注成功的结果，而是冷静关注过程问题，指出可

以做得更好

258部门业绩全公司第一，领导无喜悦表情，要求争取全国第一

312团队任务获得认可，老板深沉未表态

337领导淡定宣布降薪，仅简单道歉

情绪表达对象与情境逻辑不

符（4.79%）

112我指出出纳报销错误，领导气愤地把怒气撒在我身上并数落我

130领导不分青红皂白莫名甩锅，表现出不屑、蔑视

170一员工晚到，领导非常生气，说过火的话、走来走去，数落没迟到的员工

182领导自己弄错文件，却气愤地对下属大发雷霆、责怪我们

416领导未调查清楚错怪员工，黑着脸指责

情绪触发依

据与情境逻

辑不符

情绪触发点缺失（25.45%）

45交班时领导突然安静严肃，表情严肃并说难听的话

100领导突然不说话，眼神奇怪、让人捉摸不定

149开会时领导突然很暴躁，脸色难看，说难听的话后离开会场

158领导突然凑过来，用很八卦、玩笑的语气开莫名其妙的玩笑

266领导莫名其妙凶我，生气表情凶，让重做

425领导无故发脾气、怒气冲天，退回多日工作文件要求修改

385交代工作时领导突然愤怒，拍制造台要求仔细检查

情 绪 变 动 缺 乏 触 发 逻 辑

（4.19%）

84项目成功大家提议聚餐，领导刚开始高兴，后来强颜欢笑、脸色不好看

156上月三次迟到，一般考勤问题领导都不太关注，但本月统计考勤时领导表

情严肃地强烈批评并扣工资

189讨论一直沿用的紧急方案处理时，领导突然生气指责提出者

210业绩好且领导曾答应升职，谈升职时领导却发火指责、装忘记承诺

214领导曾肯定企划案，会议上却当众狠狠批评，挑小毛病、表情愤愤不平

261特意请示领导后去办事，事后却被领导大发雷霆，痛批过往罪行、表情狰

狞

275领导当初答应的事执行时否认，面部无辜称没说过规定

283项目完成部门高兴，领导先祝贺后焦虑、情绪捉摸不透

注：由于部分情绪表达同时符合多个不可预测类别，故各类别占比之和超过 100%。

以上是我们对修改稿中改动较大的内容的统一梳理。下面我们将逐条回复评审专家的意见。



编辑部审核意见（副主编）

基于情绪社会信息理论，本研究揭示了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影响下属人际回避行为和任务绩

效的两条路径，研究问题选择有创新性。编辑部邀请了组织管理领域内的三名审稿人评审稿

件，两位审稿专家反馈了意见，反馈意见整体偏消极。在独立阅读文章之后，考虑到研究工

作的潜在贡献，主编倾向于在现有阶段给作者风险修改的机会，主要的修改建议包括：

回复：

感谢主编邀请各位专家给予宝贵反馈，尤其感谢您在独立阅读并综合评估后，认可本研究的

潜在贡献，并给予我们修改机会！下面我们将逐条回复您的意见。

1）明确研究的理论贡献，目前研究的理论贡献和问题提出并不凝练，需要整体修改文章的

引言。

回复与修改：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我们已重新思考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和研究问题。

关于理论贡献的表达，我们已在前文的回应中进行了详细说明（请见本《修改说明》开头的

“重要修改”）。

关于研究问题的凝练：首先，我们统一并明确了本研究的视角为下属视角，纠正了原文中存

在的下属与领导视角混淆问题。相关修改表述包括：“下属在感知领导情绪时，可能会面临

多重困扰…这些不合情境逻辑的情绪表达使得下属难以基于情绪信息判断领导的意图与态

度…”其次，我们在引言部分重新聚焦并凝练了本研究的问题，明确指出本研究关注的是领

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如何通过情绪社会信息路径影响下属行为。相关表述如：“基于情绪社会

信息理论（Emotion as Social Information Theory, Van Kleef et al., 2012），本研究旨在探究领

导情绪不可预测性通过社会信息路径对下属的影响。我们认为，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通过认

知路径和情感路径共同影响下属行为。”（请见修改稿第二页开头）

再次感谢您对本研究的悉心指导！

2）对于组织行为领域的研究问题，不同于普遍性的社会态度测量，不建议使用在线平台的

横断面数据收集。建议在保留研究二的基础上，重新完成一个实验研究工作。

回复：



我们衷心感谢您提出的建设性建议。关于是否增设实验研究的问题，我们在认真评估现有研

究架构的基础上，做出以下回应与修改：

首先，我们认为当前研究设计在逻辑上具备较强的系统性与互补性，两个研究各自发挥着不

同的方法优势，研究一（关键事件法 Critical Incident Technique, CIT）以质性扎根方式建立

理论基础并以定量实验数据验证了本研究的相关假设，研究二以多时点多来源问卷设计增强

了实证检验的稳健性与内部效度，两者共同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设与理论建构。具体而言：

一、 关于 CIT方法的有效性

我们理解您对研究方法与数据获取手段的高标准要求，因此对研究一的 CIT方法做出进一

步论证与扩展分析。情绪本身是一种高度情境化的、即时性的情感体验，其触发通常依赖于

特定的情境线索与社会互动（Van Kleef et al., 2012）。CIT能够引导受访者聚焦于触发明确、

印象深刻的实际事件中，进而识别情绪表达与情境逻辑之间的不匹配，这一点与本研究的目

的高度契合。

在管理与组织行为研究中，CIT方法一直被广泛应用于情绪研究（如 Lee & Johnson, 2025）。

在本研究中，我们结合您与评审专家的意见，对 CIT数据进一步开展了扎根理论编码分析，

归纳出五类典型的情绪不可预测性情境类别（请见本《修改说明》开头的“重要修改”与修改

稿“2.3研究结果”部分）。这一分析为本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也增强了我们对情绪不可预

测性维度的理解。

因此，我们认为，研究一承担了理论建构与情境识别的关键任务，不适合以其他实验方法替

代。

二、 关于研究一与研究二的互补性与研究设计的合理性

我们认同“单一横断面数据在组织研究中可能存在一定限制”，因此在研究设计中作出以下平

衡：研究一聚焦于识别情绪不可预测性的核心情境类型，通过回忆实验验证变量间的因果关

系，并采用多行业、多岗位样本，增强结果的普适性；研究二采用多时点多来源问卷设计，

用以降低同源误差与共同方法偏差，并进一步验证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对下属行为的影响机

制与边界条件。因此，我们认为当前两个研究已形成研究逻辑上的衔接递进、方法层面的互

补强化。

基于此，我们未增加新的实验研究，而是通过扎根分析与方法论扩展增强现有研究设计的可

信度与说服力。在修改稿中，我们也增加了对上述逻辑的补充说明，如“尽管研究 1识别了

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的关键维度，并初步揭示其通过认知与情绪路径影响下属绩效与退缩行

为的机制，但仍存在同源方法偏差的潜在风险。此外，研究 1的设计未能实证检验关键情境



变量的调节作用。为进一步提升结果的内部效度并检验模型的调节机制，研究 2采用多来源

多时点的问卷设计，在两个时间点（间隔一个月）分别收集来自下属和其直接主管的配对数

据。”请见修改稿“3研究 2”部分，再次感谢您的细致评阅与严谨要求。

此外，修改过程需要参考两位审稿人提供的修改建议。需要作者注意的是，风险修改不意味

着简单对照回复修改审稿意见，而是在理论建构、问题提出、模型建构、结果分析、分析讨

论和论文写作等方面的重要修改以回应主编和审稿人的关注。此外，高风险修改也不能保证

新提交的论文一定会被接受，后续轮次的评审也可能会增加新的审稿人，存在拒绝接受的不

确定性。请研究者认真对待审稿人的意见建议。

回复：

感谢编辑部给予我们继续完善稿件的机会！我们充分理解并诚恳接受编辑部关于“高风险修

改”的相关说明，也充分理解后续评审可能引入新的审稿人，并存在被拒稿的可能性。对此，

我们将以严谨、认真、开放的态度全面修订论文，力求回应各方关注、提升研究质量！



外审专家 1 审核意见

1、题目，建议修改……下行影响机制，没有提出效应；

回复：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拨冗审阅我们的文章，并给出细心意见！

本研究旨在探讨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对下属产生的影响，具体包括其通过认知困惑与焦虑情

绪影响下属的机制，以及对下属回避行为与任务绩效的影响结果（效应）。因此，题目中所

指的“效应”主要是对上述影响结果的统称。希望该解释能够更清晰地传达我们在题目中的表

述意图。如有需要进一步明确题目，我们也非常愿意根据建议进行调整。

2、引言部分：数智技术加剧了领导与下属的情境认知差异，使领导的情绪表达难以预测，

这方面的文献支撑不够，问题的提出究竟是基于数字沟通技术的变化还是基于新型的工作沟

通模式变化，建议修改使逻辑更清晰；

回复与修改：

非常感谢您指出本研究在提出问题时存在的逻辑模糊，这些意见对于提升文章的理论深度和

研究价值至关重要。经过讨论，我们已根据您的建议进行了如下调整：

一、 删除对“数智技术”“数字技术”的直接描述，避免引入技术背景却在后续内容中无法充

分展开，影响文章的逻辑性。

我们原计划从数字沟通技术的发展及其引发的新型工作沟通模式出发，探讨其如何加剧领导

情绪表达的不可预测性。然而，由于后续分析未系统展开相关讨论，我们已将相关表述从引

言中删除。考虑到其与组织沟通变迁及未来研究方向更为相关，我们已将该部分内容移至讨

论部分的“4.2管理启示”中进行呈现（请见修改稿第 16页最后两段）。

二、 明确以情绪社会信息理论为基础，立足于“下属视角”阐述研究问题

情绪社会信息理论强调，领导的情绪表达可以作为一种社会线索影响下属的行为。当情境模

糊时，领导的情绪表达有助于下属准确解读环境，从而引导其认知与行为。因此，在该理论

体系中，情绪的社会功能的实现依赖于感知者的信息解码过程，下属视角是该理论的核心出

发点。基于这一理论定位，本研究在构建研究问题时，明确以下属为中心，从其对领导情绪

表达的主观感知出发：“在组织情境中，尤其是上下级互动中，领导的情绪表达往往被下属

视为其态度、意图甚至决策倾向的重要线索（李爱梅等, 2020）。下属在日常工作中需依赖

对领导情绪的感知来判断其期望与立场，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认知评估、行为策略和人际回应



方式（Van Kleef et al., 2012）。因此，领导情绪信息的传递对于下属感知组织运作至关重要

（Stollberger et al., 2020）。”请见修改稿引言第一段。

接着，我们进一步指出，现有研究大多假设领导的情绪表达与情境信息是契合的，比如在积

极情境中表达积极情绪、消极情境中表达消极情绪（Van Kleef & Côté, 2022; Wang et al.,

2018）。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一逻辑常常被打破：“下属在感知领导情绪时，可能会面临多

重困扰，例如领导可能在积极场景（如庆功宴）中流露出负面情绪，或在一般工作失误中表

现出过度愤怒情绪。”请见修改稿引言第二段。

通过上述修改，我们期望以“情绪信息与情境信息的不一致”对情绪信息功能造成的干扰为切

入点，更清晰地提出情绪不可预测性对下属认知、情绪与行为影响的研究问题，增强理论聚

焦。

3、情绪即社会信息理论作为这个研究的理论基础

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实际上是情绪的模糊性，影响下属人际回避行为和任务绩效的两条路径。

回复：

感谢评审专家敦促我们进一步思考本研究理论基础选择的合理性。为此，我们再次研读并仔

细梳理了情绪即社会信息理论、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和情绪模糊性的相关文献，现就相关问

题回复如下：

（1） 情绪即社会信息（Emotion as Social Information, EASI）理论的核心内容

EASI理论侧重情绪在社会情境中传达的信息，将情绪视为一种社会信号，强调观察

者如何接收、加工解读并对情绪做出反应（Van Kleef et al., 2012）。该理论认为，

情绪产生人际效应或社会影响的重要步骤为情绪识别，即观察者可以识别他人的情

绪表达，从而获取相关情绪信息（Van Kleef & Côté, 2022）。

另外，EASI理论假定情绪表达能消除社会情境中的歧义并促进人际协调。该理论认

为，人们可以通过对情绪表达所引发的相似性或互补性的情感反应以及认知加工过

程，提取出关于表达者、感知者以及环境的相关信息，从而帮助他们理解所处的社

会情境（Van Kleef & Côté, 2022）。这表明，EASI理论主要关注情绪的功能性机制，

即当情境本身不明确时，情绪可作为社会线索帮助他人判断发生了什么、应该怎么

反应。值得注意的是，EASI理论并不假设“所有情绪表达都能消除歧义”，而是强调

“情绪表达是消除歧义的潜在机制”。

（2） 情绪不可预测性（Emotional Unpredictability）与情绪模糊性（Emotional Ambiguity）



尽管情绪不可预测性与情绪模糊性在实际互动中可能会同时出现或相互影响，但二

者在定义和心理加工机制上存在本质差异：

情绪不可预测性主要体现为情绪表达与情境信息之间的不一致或矛盾（Greer et al.,

2013），即观察者能够识别情绪表达的具体类型，但难以理解该情绪在当前情境中

为何出现。例如，在一个负面情境中（如下属犯错），领导却表现出愉快的情绪，

这种情绪虽易于识别，却因与情境效价不符而被视为不可预测。

相比之下，情绪模糊性指的是观察者难以判断情绪本身的情感意义，即不确定其情

绪效价是积极还是消极（Brainerd et al., 2021; Harp et al., 2024）。例如，Harp等（2024）

指出，惊讶的面部表情可能传达喜悦也可能传达恐惧，这使得观察者无法准确解读

其情绪属性。

换言之，情绪模糊性的问题在于“这是什么样的情绪”，而情绪不可预测性的问题在

于“这种情绪为什么会在这个情境中出现”。因此，情绪不可预测性并非源于表达本

身的不清晰，而是源于清晰表达背后所传递的信息与外部情境的不匹配，这也是其

在社会互动中引发认知不确定性和行为调整的根本原因。

（3） 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与情绪即社会信息理论的理论逻辑适配性

如前所述，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意味着，领导虽然表达出与情境信息不一致的情绪，

但这种情绪本身是清晰可辨的，仍能作为社会信号被下属识别和解读，即下属知晓

领导表达了哪种情绪和对应的信息。这与 EASI 理论的核心逻辑高度契合——即情

绪作为一种社会信息来源，能够被观察者识别并据此调节其认知与行为反应（Van

Kleef & Côté, 2022）。

只是，现有 EASI 理论和相关研究较少讨论：当情绪表达本身与情境脱节或不一致

时，观察者如何加工这种信息冲突，也未系统揭示这类冲突如何影响情绪的社会功

能。这正是 EASI 理论当前的适用边界之一，也引出了本研究的重要理论贡献：在

EASI理论框架下引入“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拓展了其对情绪社会信息传递冲突的

解释力。具体而言，虽然领导的情绪表达本身是清晰的，但当其与情境信息不一致

时，会造成下属的认知困惑和焦虑情绪，并最终诱发消极行为后果。换言之，领导

情绪的不可预测性削弱了情绪在社会互动中“消除歧义、促进协调”的功能。

因此，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的研究不仅与 EASI理论在基本逻辑上具备高度适配性，

也对其理论边界进行了有益扩展，揭示了情绪表达与情境信息不一致时对观察者情

感和信息加工过程的影响。



我们认同审稿人关于进一步确认理论基础与假设逻辑适配性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在“理

论基础”与“理论贡献”部分对情绪社会信息理论的适用前提与研究边界进行了进一步阐释，

具体修改如下：

修改：

一、理论基础部分

原文中对情绪社会信息理论的表述较为简略，未详细说明“不可预测性”与“情绪和情境不一

致性”之间的逻辑联系。因此，在修改稿“1.1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部分，我们：

（1）补充并深化了对 EASI理论基本逻辑的梳理，包括情绪作为社会信号、在情境不明确

时提供线索等理论主张。如添加“情绪社会信息理论将情绪视为一种社会信号，强调情绪表

达能够向他人传递特定的信息，尤其在情境不明确时，情绪可作为社会线索，帮助观察者判

断“发生了什么”以及“应如何反应”（Van Kleef et al., 2012; Van Kleef & Côté, 2022）。”

（2）指出现有研究普遍假设情绪表达与情境效价一致，补充说明情绪可作为社会线索“这是

因为，情绪表达通常能够契合情境逻辑，从而帮助消除歧义、促进社会协调。”

（3）进一步明确“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定义与 EASI理论的契合点和差异，强调此类情绪

表达虽然形式清晰（见“这意味着，尽管领导所表达的情绪在形式上清晰可识别，但其与当

下情境之间存在显著矛盾。”），但由于与情境逻辑相悖，从而破坏了 EASI所强调的“消除

歧义”功能。

二、理论贡献部分

原文中对 EASI 理论的贡献较为概括，仅指出了“情绪信息与情境信息之间存在冲突”是对

EASI理论的拓展，缺乏具体机制阐述和理论突破点的系统总结。因此，在修改稿“4.1理论

意义”第一段，我们：

（1）扩展并明确了对 EASI理论的突破点：不仅指出情绪-情境冲突的存在，更强调其所带

来的认知和情绪后果，挑战了“情绪有助于消除情境歧义”的社会功能性假设；

（2）阐明了“信息冲突”对下属心理机制的干扰路径，例如焦虑情绪、认知困惑、行为回避

等；

（3）提出将“情绪表达与情境信息的一致性”纳入后续研究分析框架的必要性，为理论的进

一步发展提出方向。

4、调节变量是“关系长度”还是“关系阶段”，建议斟酌。

回复与修改：



感谢评审专家提出的重要建议。我们认真思考了关系长度（Relationship Length）与关系阶

段（Relationship Stage）在本研究中的适用性。我们非常赞同您的意见，认为“关系阶段”在

理论内涵上与本研究关注点的契合度更高。

尽管本研究测量的是员工与领导共事的时间，但我们关注的不仅是时间的持续性，更聚焦于

这一时间积累所代表的关系发展状态对情绪信息解读的调节作用。因此，相较于“关系长度”，

“关系阶段”更能反映我们对上下级关系质性变化的理论表达。在修改稿中，我们已将“关系

长度”调整为“关系阶段”。再次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5、关键事件法的主题词提取以及分析过程需要放在附录部分 供专家审查。

回复：

感谢评审专家对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提出专业建议。我们认同您的意见，对关键事件法的数据

进行扎根编码分析，有助于增强本研究的透明性与情境有效性，也为我们后续实证检验提供

了重要理论支撑。因此，我们对研究一进行了扎根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领导情绪不可

预测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员工的典型反应。分析结果呈现在本《修改说明》开头“重要修改”

部分的表 1中。

修改：

在修改稿中，我们已将关键事件法的研究目的、分析过程和分析结果补充至研究一的方法部

分。

首先，我们在研究一的总体论述中指出：“研究 1采用情绪研究中常用的关键事件法，引导

研究对象回忆领导情绪不可预测的具体事件，并详细描述领导表达不可预测情绪的情境。”

通过该方法，旨在识别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并探索其影响下属行为的内在

机制。

其次，在“2.3研究结果”部分，我们补充道：“在开展定量研究之前，本研究首先对被试所描

述的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情境进行了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我们聚焦于情绪表达与情境逻辑

显著不一致、不可预测性特征突出的典型样本 ，依照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

个阶段，提炼出引发下属感知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的核心情境类型与范畴。”分析结果（如

表 1）所示，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情绪表达的效价与情境逻辑不符

（33.53%）、情绪表达的强度与情境逻辑不符（38.92%）和情绪表达触发点的缺失（25.45%）。

这一补充有助于增强研究的理论深度，也为理论贡献的展开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再次感谢

您对本研究的细致指导！





外审专家 2 审核意见

本研究主体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变量间的逻辑性相对清晰，数据收集也体现了作者

投入程度。

回复：

感谢评审专家拨冗审阅我们的文章，并对本文的研究意义以及数据收集等方面的认可。我们

将充分吸收您的意见，以提升本研究的质量。接下来，我们将逐一回复您的具体意见，感谢

您的专业指导！

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研究动机不够清晰，作者强调情绪与情境的冲突，甚至多次讲到数字化情境，但测量中

却没有真实情境、更没有数字化情境在里面。

而且一个人面临的情境并不能完全被他人所完全感知到，尤其是下属很难完全了解领导决策

的情境，所以没有情境的测量效度是存疑的。

回复与修改：

非常感谢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这些意见对于提升文章的研究价值和理论深度至关重要。

经过讨论，我们做出的回复如下：

一、关于研究动机

感谢审稿人指出“研究动机不够清晰”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本研究在早期撰写中存在的重要

不足之处。的确，本研究试图探讨领导情绪表达与情境信息之间的不一致如何引发下属对其

情绪不可预测性的感知。正如您指出的，我们在后续推理和研究设计中未能将“数字化情境”

纳入分析，造成了理论构想与逻辑推理、实证方法之间的不匹配，影响了研究动机的清晰性。

对此，我们在修改稿中对研究动机部分进行了重新梳理与表述，删除了原有“数字化情境”

的相关表述。具体调整内容详见本《修改说明》开头“一、明确研究动机”部分。

另外，正如本《修改说明》开头“重要修改”部分指出的，我们也从组织现实、文献和理论的

关注两个角度对本文的研究动机做了深入梳理，希望这能更清晰地展示本研究的价值。

二、关于情境的测量

我们认同您“一个人面临的情境并不能完全被他人所感知，尤其是下属难以充分了解领导决

策所处情境”的观点。事实上，正是这种情境理解上的偏差导致了下属感知到领导情绪的不

可预测。这一点与情绪即社会信息（EASI）理论强调“情绪表达被观察者理解和加工”的核



心观点是一致的。因此，基于 EASI理论，本研究以下属视角为切入点，关注其“感知到的

情境信息”，而非客观情境本身。

同时，我们高度重视您对“情境测量效度”的关注。我们认为，尽管组织中的情境本身往往具

有高度异质性，领导表达的不可预测情绪可能源于多种复杂，甚至主观的事件背景，但下属

所感知的“矛盾点”可能存在一定的理论规律和系统分类。为了回应这一问题，并结合另一位

审稿人的建议，我们对原有关键事件法（CIT）数据进行了扎根理论分析，识别出典型且具

有代表性的情境类型，以更清晰地界定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的构成特征。扎根分析的结果呈

现在本《修改说明》开头“重要修改”部分的表 1中，我们希望这一分析可以回应您对“情境

效度”的担忧。

二是理论贡献描述非常模糊，没有充分地与已有文献对话，从而将本文的理论贡献清晰涌现。

回复：

感谢评审专家的批评指正与宝贵意见！挖掘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是我们在本次修改中做的重大

修改之一。我们认同您的观点，原稿在阐述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时存在表述不具体之处。为此，

在修改过程中，我们对相关理论文献进行了更深入梳理，尤其是围绕 EASI理论、情绪不可

预测性以及领导情绪表达等主题，明确指出本研究在哪些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拓展和补充，

具体修改已在本《修改说明》开头“重要修改”部分进行说明，修改稿的相关修改位于“引言”

部分的最后一段与“4.1理论意义”部分。再次感谢您的意见！

三是测量存在重点偏差

比如两个中介变量只用了 2个题目，有多个题目的测量不用，这就很难被接受。

另外结果变量人际退缩行为不准确，应该是对领导的退缩。

调节变量缺乏足够的文献支持，为什么 3年的关系还是新关系？如果 1个月属于新关系似乎

可以接受，这种划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过于随意了。

回复与修改：

感谢评审专家的批评指正与意见，这些建议很好地督促我们进一步思考本研究设计的有效性。

通过再次研读现有文献和内部讨论，我们做出的回复如下：

一、关于中介变量的测量效度

我们理解评审专家关于焦虑情绪仅使用 2个题项的担忧。在已有情绪研究中，PANA量表被

广泛用于测量个体的情绪状态，例如，Baer等人（2018）使用该量表中的条目测量了领导



的愤怒情绪。此外，使用 2 个题项测量焦虑情绪在文献中亦有充分支持。例如，Kouchaki

和 Desai（2015）采用“紧张（Nervous）”和“焦虑（Anxious）”2个项目测量焦虑，Cronbach’s

α为 0.78。该测量方式不仅与 Rodell和 Judge（2009）一致，也与本研究所采用的题项完全

相同，具有测量方法上的一致性。在修改稿中，我们已添加了 Kouchaki和 Desai（2015）的

文献作为该量表的文献支撑。

对于中介变量“认知困惑”的测量，我们在研究一中参考了原本用于测量消费者在产品选择时

信息模糊性困惑的量表。其核心维度信息的模糊性与不一致性，与本研究中员工面对领导不

可预测情绪表达时产生的认知困惑具有理论上的一致性，二者均源于社会情境中信息加工的

困难。在对原量表进行情境适配性改编时，我们严格保留其维度结构，并根据上下级互动场

景进行调整，以确保测量的有效性。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两个题项可能带来的测量稳健性等

问题，因此在研究二中，我们引入了包含四个题项的认知困惑量表，以增强测量的信度与效

度。

二、关于结果变量人际退缩行为的测量对象

感谢您的专业提醒。我们赞同您的观点，在修改稿中，已将“人际退缩行为”明确表述为“下

属对领导的退缩行为”，并在假设推理过程中修改了相关论述，使概念与测量保持一致性。

三、关于调节变量的划分标准与测量效度

关于关系阶段的划分标准，我们在初稿中未提供充分文献支持，感谢您的专业指正！在此次

修改中，我们做了如下处理：

（1） 根据另一位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议，我们认真思考了关系长度（Relationship Length）

与关系阶段（Relationship Stage）在本研究中的适用性，认为“关系阶段”的表述在理

论内涵上与本研究关注点的契合度更高。在修改稿中，我们已将“关系长度”调整为

“关系阶段”。

（2） 根据您的重要意见，我们已将原先基于企业经验划分上下级关系阶段的方法，调整

为按照上下级共事时长的三分位数（33.3%、66.7%）进行划分。原因如下：

我们同意您的批评与指正。虽然本研究调研的企业具有结构化的管理模式，限制了

领导与下属之间的非正式互动，减缓了双方关系的发展进程，但不同行业与组织背

景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很难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下属关系阶段的划分时间。因此，直

接设定如 3年或 5年的节点，缺乏理论依据与普适的实践支持。

在重新梳理相关文献后，我们发现将领导和下属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是一种较为

常见且可行的方式（如 Levin et al., 2006; Schyns et al., 2005）。另外，已有研究广



泛采用分位数法对关系变量进行分类。例如，Sherman 等（2012）采用分位数方法

划分 LMX 差异水平的高低，并验证了其可以有效揭示组间差异。因此，本研究也

决定采用三分位数法对领导和下属的关系长度进行阶段划分。其中，前 33.33%的样

本（共事时间不超过 2年）界定为初期关系阶段，33.33%至 66.67%（共事 2至 4.14

年）为中期关系阶段，后 66.67%（共事超过 4.14年）为稳定关系阶段。我们已在修

改稿中对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新的阶段划分下，本研究的

结论均未发生显著改变。

最后，我们也意识到样本所处行业的特殊性可能限制了研究结论的广泛适用性。因此，我们

在论文的局限性部分补充了关于关系阶段具体数值划分的适用性说明，并呼吁未来研究在不

同组织与行业背景中进一步检验与拓展本研究的结论。具体内容为：“本研究设计存在一定

局限。研究二样本的行业的特殊性可能影响领导与下属的关系发展模式，限制研究结论在其

他行业背景中的适用性。虽然本研究探讨了关系阶段对情绪不可预测性影响的调节作用，但

关系阶段形成的具体时间在不同组织文化和管理风格下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关系阶段

的划分方式应结合具体情境调整。”

四是模型没有控制足够多的信息，比如领导的情绪稳定性跟 IV比较相关，需要控制；下属

的情绪稳定性也很相关，需要控制；而控制团队公正却比较突兀，需要解释说明。

回复与修改：

感谢评审专家提出关于控制变量设置的细致建议。我们高度认同控制变量的选择应严格基于

理论推导与因果路径判断，而非仅凭经验（Spector et al., 2011; Bernerth & Aguinis, 2016）。

根据 Spector等（2011）的观点，混淆变量（Confounding Variable, CV）的核心特征是同时

为自变量（IV）与因变量（DV）的共同原因，即满足 CV→IV且 CV→DV的路径。控制此

类变量的目的是剔除自变量和因变量共同原因引发的虚假相关。

根据上述原则和混淆变量的定义，我们对领导、下属情绪稳定性与团队公平氛围的处理方式

说明如下：

一、 为何不控制领导的情绪稳定性

我们认同情绪稳定性可能是领导不可预测情绪表达的潜在影响因素。不过，关于该变量是否

构成混淆变量，还需进一步考察其是否同时影响本研究的因变量——即下属绩效与对领导的

退缩行为。考虑到目前尚无足够的证据支持其会直接影响下属的绩效，因此，从当前理论与

实证基础来看，其作为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共同原因的可能性相对有限。另外，从情绪社会信



息理论的角度出发，在缺乏直接理论路径支持的前提下引入该变量，可能会引起过度控制的

偏误（曹江雨等, 2020）。因此我们暂未在本研究中纳入该变量。我们会在后续研究中进一

步关注这一潜在路径，感谢您的启发性建议。

二、 为何不控制下属的情绪稳定性

根据情绪即社会信息理论，观察者对他人情绪表达的解读可能受其感知某种情绪是否恰当、

其自身认知动机和能力的影响（Van Kleef et al., 2012）。基于此，我们认为，下属的情绪稳

定性可能影响其对领导情绪的主观解读和情绪反应倾向，即可能在 IV和 DV之间起到调节

作用，而非同时作为 IV与 DV的共同原因。同时，目前并无充分证据表明下属的情绪稳定

性会直接影响领导的情绪不可预测，或直接影响他们对领导的退缩行为。因此，我们认为下

属的情绪稳定性暂时不需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本研究模型。

三、 为何控制团队公平氛围

我们之所以控制团队公平氛围，除了本研究的实证结果验证其与核心变量的相关性外，还基

于以下两方面考量：

（1） 团队程序公平氛围直接影响 IV（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

情绪社会信息理论指出，情绪产生人际效应或社会影响的重要步骤为情绪识别，即

观察者识别到他人的情绪表达，从而获取相关情绪信息（Van Kleef & Côté, 2022）。

对应我们从下属视角解读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下属对领导情绪是否不可预测或不

合逻辑的判断，是社会语境的知觉产物。在该理论框架下，团队程序公平氛围对下

属对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的识别具有决定性影响。例如，在低程序公平氛围中，下

属处于一种不确定或不安全的组织环境中，会放大对模糊线索的警觉性，更容易认

为领导的情绪变化不可预测。同时，不确定管理理论（Lind & Van den Bos, 2002）

也指出，组织的程序公平信息直接影响他们对组织中领导行为的解释。低程序公平

的组织氛围中，他们更倾向于将领导的情绪变化解读为不可预测或难以理解。

（2） 团队程序公平氛围直接影响 DV（下属绩效和退缩行为）

现有研究表明，组织程序公平氛围直接影响下属的绩效表现（Zhang et al., 2014）和

退缩行为（Cole et al., 2010）。

因此，公平氛围可以作为 IV与 DV的共同原因，构成混淆变量。同时，为检验该控制变量

的实质影响，我们对不纳入公平氛围的模型重复分析，结果表明，控制与否并未对主要研究

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



感谢审稿人提出这一重要意见，我们已在修改稿中第 7页“控制变量”部分新增了纳入程度公

平氛围的理论说明。再次感谢您的建议提升了本文的规范性。

五是两个研究的关联性和互补性有问题。目前看第一个研究没有太大必要，如果先做两个研

究，反而需要做一个实验研究，来弥补情境的不足，而不是重复地做一个基本一样的研究。

回复与修改：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对两个研究的关联性与互补性提出宝贵意见。我们认真思考了研究设计的

初衷与逻辑，也在修改稿中进一步强化了两个研究之间的理论与方法互补关系。具体回应如

下：

一、 关于研究一（CIT）的有效性与必要性

我们理解您对研究一与研究二在设计逻辑上的担忧。然而，我们想进一步澄清，情绪本身具

有较强的情境依赖性，是一种有明确刺激的、即时和短暂的情感体验（Van Kleef et al., 2012）。

研究一所采用的关键事件法（CIT）聚焦的关键事件有助于研究者识别情绪激发的核心诱因，

因此一直都是情绪研究中常用的实验方法（如 Lee & Johnson, 2025）。在对情绪不可预测性

进行理论建构时，CIT可提供来自实际工作场景的扎实资料，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有效的内

容基础。因此，研究一并非对研究二的简单重复，而是对研究二问卷调查方法的情境补充。

同时，结合您的第一条意见，我们对研究一的原始材料进行了扎根分析。在研究一中，我们

收集了下属对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的事件陈述，借此识别引发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的具体情

境。在本次修改中，我们总结出了引发下属感知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的几类典型情境类型，

相关内容已在本《修改说明》开头“重要修改”部分的表 1中呈现。我们希望这些情境呈现能

够回应您对本研究设计中具体情境不足的关切。

二、 关于两个研究的互补性与关联性

首先，在研究目的上，研究一旨在探究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影响下属行为的因果机制，但未

验证其中的边界条件。研究二不仅重现了研究一的结果，增强了本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更是

进一步验证了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影响下属的边界条件。

其次，在研究设计上，研究一采用的是单一时点数据，这种测量方式可能存在同源误差问题，

限制研究结论的内部效度。基于这个局限，我们在研究二中采用了多时点研究设计，以期通

过不同时点的测量减少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另外，研究二的样本仅限于几个特殊行业，可能

会限制本研究结论的普遍性。正因该局限性，研究一的样本跨越多个行业，涵盖的岗位和场

景类型更为多元。



如上所述，我们认为，研究一与研究二在研究问题上具有一致性，并且在研究设计上形成互

补与理论递进关系。在修改稿中，我们对两个研究的设计思路进行了说明，其中，研究一的

开头部分添加了“为更深入理解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形式及其对下属产

生的影响路径，研究 1采用情绪研究中常用的关键事件法，引导研究对象回忆领导情绪不可

预测的事件，并具体描述领导表达不可预测情绪的情境。通过上述方法，本研究旨在揭示领

导情绪不可预测性的具体维度，及其影响下属行为的黑箱机制”，研究二开头部分添加了研

究一的局限性和研究二对研究一的补充“尽管研究 1识别了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的关键维度，

并初步揭示其通过认知与情绪路径影响下属绩效与退缩行为的机制，但仍存在同源方法偏差

的潜在风险。此外，研究 1的设计未能实证检验关键情境变量的调节作用。为进一步提升结

果的内部效度并检验模型的调节机制，研究 2采用多来源多时点的问卷设计，在两个时间点

（间隔一个月）分别收集来自下属和其直接主管的配对数据。”感谢您的建设性反馈，促使

我们更加清晰地呈现两个研究之间的互补性和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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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修改说明》

尊敬的编委及评审专家：

您好！非常感谢您们对本论文的细致审阅和宝贵意见。我们深知审稿工作的辛苦与重要

性。在此，我们衷心地向您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经过深入讨论和学习编委和两位评审专家的意见，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对论文质量提升非

常重要。基于此，我们在修改稿中进行了全面完善和改进。在本《修改说明》中，评审意见

以斜体显示，修改稿中的主要修改以蓝色字体显示。

在逐一回应专家意见之前，我们先总结了几项重要修改，以概览修改稿与原始稿的主要

差异：

一、增加情境实验（研究 2）

为回应审稿人和编辑关于研究设计严谨性与因果推断能力的关切，我们在原有关键事件

法与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新增了一项预注册的情境实验研究（https://osf.io/x7sbz）。该研究

通过操纵领导的情绪不可预测性以及领导—下属关系类型，直接验证了情绪不可预测性对下

属认知与情感反应的因果效应。由此，我们解决或改进了以下问题：

（1） 情境效度：新增实验研究结合研究 1中扎根分析提炼出的典型情境类型——领

导在积极情境下表达消极情绪，并参考 Greer 等（2013）的操纵方式，设计了本研究的实

验材料（完整的实验材料请见《修改稿》的“附录 2 情境实验材料”）。情境描述了参与者

作为某游戏开发团队成员，近期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对公司具有显著积极意义的技术突破。

在情绪可预测性条件下，领导在该积极成果情境中表现出可预测的积极反应（如露出满意表

情、积极称赞团队努力）；而在情绪不可预测性条件下，领导表现出不可预测的消极反应（如

神情严肃、语气消极地评价团队工作）。通过真实情境材料的操纵，使研究结果更具外部效

度；

（2） 关系阶段划分：在新增实验中，我们通过情境材料操纵方式区分新关系与成熟

关系，形成一种区别于三阶段划分的、以理论逻辑为导向的划分方式（详见重要修改部分“二、

优化关系阶段的作用逻辑”），以提升结论的稳健性。参与者分别被告知自己与领导的关系为

“共事时间较短、互动有限”（新关系组）或“共事时间较长、彼此较为熟悉”（成熟关系组）。

独立样本 t检验的结果显示，成熟关系条件下参与者对“共事时间较长、彼此较为熟悉”的评

分显著高于新关系条件（M 旧 = 4.61, SD = 0.67;M 新 = 1.40, SD = 0.61, t (245.66) = 39.32, p <



0.001, d = 5.00）；而在新关系条件下，参与者对“共事时间较短、互动有限”的评分显著高于

成熟关系条件（M旧 = 1.43, SD = 0.67;M新 = 4.60, SD = 0.56, t (241.28) = –40.51, p < 0.001, d =

5.12）。

（3） 控制变量：在新增实验中，我们通过情境材料操纵领导的情绪稳定性。参与者

被告知领导在日常工作中情绪稳定、极少出现夸张反应，从而确保参与者对领导情绪不可预

测性的感知主要来源于实验操纵。操纵性检验结果显示，被试对领导情绪稳定性的评价与实

验条件一致且显著高于量表中点（M = 4.46, SD = 0.72, t (247) = 29.85, p < 0.001）。线性回归

结果表明该变量确实对下属部分结果变量产生影响，但不改变核心假设效应的稳健性。

（4） 测量信度：新研究采用了四个题项的成熟量表测量焦虑变量，信度达到 0.93，

有效弥补研究 1中焦虑测量信度偏低的问题；

（5） 因果推断：通过实验操纵的设计补足关键事件法的回溯局限，更有力地验证因

果机制；

在假设检验结果方面，新增的实验研究与原有研究的结论高度一致：均验证了（1）领

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对下属认知困惑与焦虑情绪的正向影响作用；（2）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通

过认知困惑对下属任务绩效与退缩行为的中介作用；（3）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通过焦虑情绪

对下属退缩行为的中介作用；以及（4）领导和下属关系类型在“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认知

困惑→下属任务绩效/退缩行为”这一间接路径中的调节作用。具体量化结果详见修改稿正文

“3.3研究结果”部分。唯一与现有研究不一致的结果是：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通过焦虑情绪

对下属任务绩效的中介作用在新增实验研究中未达显著。我们在“5结论与启示”部分第二段

对此进行了说明，认为实验室情境下的绩效评价相对简单化和脱离情境，难以充分反映真实

组织环境中焦虑对任务绩效的影响，因此可能导致该效应未被捕捉。

二、优化关系阶段的作用逻辑

（1）关系阶段划分的理论逻辑

针对审稿人关于领导—下属关系阶段划分理论依据的意见，我们作如下回应。

首先，从理论视角看，已有研究普遍指出领导—下属关系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其本质会

随着时间推移发生质的转变，而非简单的线性延伸（Graen & Scandura, 1987; Graen &

Uhl-Bien, 1995; Levin et al., 2006）。例如，Graen 和 Scandura（1987）提出了“role-taking →

role-making → role-routinization”的三阶段模型；社会交换理论（Blau, 1964）亦认为，关系

建立初期的交换更具计算性和经济性，而随着关系发展，则逐渐演变为社会性和情感性。类

似地，从信息可获得性的角度看，研究表明在关系建立初期，下属往往缺乏有效的信息渠道



与策略（Miller & Jablin, 1991）；而随着关系的延长，个体能够逐渐建立起多样化的信息渠

道，并积累更多理解和解读领导行为的经验。由此可见，现有文献中既存在三阶段划分，也

存在二阶段划分的做法。

其次，从研究问题出发，本研究关注的是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在不同关系情境下对下属

的影响，尤其希望探讨其是否具有长期效应。阶段性划分能够更好地区分新关系与成熟关系

在信息可获得性、相互了解程度与信任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从而更清晰地解释其对下属认知

和情绪反应的影响机制。

最后，鉴于理论上存在多种划分方式，我们在研究中均进行了尝试。从研究设计的可操

作性出发，在实验方法中对两类关系（新关系与成熟关系）的操纵更为可行，因此实验研究

采用了二分类划分。结合研究模型的假设与新增实验研究的重点，我们在分析中聚焦于新旧

关系的差异，因此已将原问卷研究中涉及居中关系的分析结果剔除。研究 2和研究 3的结果

表明，无论采用二阶段还是三阶段划分，研究结论均保持一致，从而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2）关系阶段在模型中的作用

针对审稿人提出的“为何关系阶段在第一阶段起调节作用”以及“关系阶段与领导—成员

交换（LMX）的区别”两个问题，我们回应如下：

首先，本研究将关系类型设定为第一阶段（自变量→中介变量）的调节因素，理论逻辑

依据在于情绪社会信息理论与情绪认知评价理论（Lazarus, 1991）均指出下属的情绪反应通

常源于对情境的认知评估。关系阶段作为重要环境因素，会影响下属对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

的解读。在关系尚处于初期阶段时，下属对领导的了解有限、信任尚未建立，因而更容易将

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解读为潜在威胁，从而加剧其认知困惑与焦虑。相反，在关系已较为稳

固时，下属通常对领导的动机和风格有更清晰的认知框架，因而能更有效地消化和解释领导

的情绪表现，减弱困惑或焦虑。

其次，我们认为 LMX与关系类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第一，关系类型强调的是领导—

下属关系的发展阶段性，而 LMX主要反映双方互动的质量，两者在内涵上存在本质差异。

第二，LMX通常依赖下属的主观感知测量，容易与其情绪反应产生同源偏差；相比之下，

关系类型相对更为客观，更便于操作。我们之所以选择关系类型作为调节变量，而非 LMX，

是因为本研究旨在探讨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在不同关系阶段对下属的影响，尤其关注其是否

具有长期效应。这一研究目标不仅回应了学者们关于应重视时间效应的呼吁（Van Kleef &

Côté, 2022），也在实践层面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为组织在不同阶段有效管理领导—下属

关系提供参考。



在修改稿中，我们已在假设推理部分明确指出：“关系阶段类型作为领导—下属关系发

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评估双方关系性质的关键指标，能够改变下属对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的解

读方式”。 同时，在“实践意义”部分，我们强调企业在安排新员工或新领导时，应特别关注

初期关系的不稳定性，帮助员工提升对复杂情境的理解与解释能力，从而降低领导情绪不可

预测性对下属行为的负面影响。

以上是我们对修改稿中改动较大的内容的统一梳理。下面我们将逐条回复评审专家的意见。



编辑部审核意见

这一轮的修改，作者回应了上一轮审稿人所提出的问题。但新增加的审稿人仍然建议研究者

在模型选取、研究内容设计方面进行必要完善，这需要作者按照审稿人所提出的问题给出反

馈或修改论文。请作者尤其注意主编和审稿人所提出的增加实验操纵研究的必要性。鉴于数

据收集结果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本轮修改仍然可被视为是高风险修改。有关修改结果仍然

会反馈给相关审稿人审阅，主编也会在参考审稿人意见的基础上，就论文最终是否获得接受

进行挑剔性评阅。

回复：

非常感谢编辑邀请各位专家给予宝贵反馈，并对我们稿件的给予持续关注和细致指导！

我们认真研读了您以及审稿人提出的意见，深刻认识到在模型选取与研究设计方面仍有进一

步完善的空间。对于您特别强调的实验操纵研究的必要性，我们高度重视，并已在修改稿中

新增了一项情境实验研究，以更直接地验证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对下属认知与情绪反应的因

果效应，并回应您们关于研究设计严谨性的核心关切。

我们理解本轮修改仍被视为高风险修改，因此在本次修订中，我们不仅对研究方法进行

了补充，也在理论模型的选择与边界条件的解释上提供了更为系统的说明，并在论文的局限

与实践意义部分进行了改进。我们真诚希望这些修改能回应审稿人和编辑的关注，提升稿件

的理论价值与研究质量。

再次感谢您和审稿人对我们工作的严格把关与专业建议。我们期待进一步的反馈，并将

继续以开放和谨慎的态度推进研究的完善。



外审专家 1 审稿意见

非常感谢期刊邀请我参与本论文第二轮的评审工作。我认真阅读了作者团队对第一轮审稿意

见的逐项回应与修订说明，以及修改稿全文。在此基础上，我对本研究的现阶段成果和作者

团队的修改努力做出如下评估与建议。

回复：

非常感谢审稿人再次对本文的认真评阅以及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已仔细研读和学习您

的审稿意见，并根据建议对论文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我们将对各条意见进行逐一回

应与说明。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本研究选题具有较好的理论新颖性与现实意义，尤其是对领导情绪表

达与情境信息的不一致性及其对下属影响机制的探讨，能够丰富情绪社会信息理论的研究视

角与应用边界。然而，尽管作者团队在回应第一轮评审意见时表现出较强的沟通意愿，但从

整体来看，现有修改稿仍未能完全体现出作者团队在实质性修改上的足够努力与诚意。请注

意，因为是第二轮审稿，作为审稿人我并没有提出新的问题，而是尽可能依据第一轮意见来

做出判断。具体而言：

第一，评审专家与主编均明确建议增设实验研究，以进一步提高整体研究的严谨性与说服力。

然而作者团队在回应中未能提供有力的理由，拒绝增设实验研究，依然停留在对现有两个研

究进行逻辑辩解的层面。尽管作者进行了扎根理论分析以回应情境效度的质疑，但这并未从

根本上解决第一轮评审提出的研究设计局限。研究的自变量实际上并不难设计出有效的操纵

材料，结合扎根内容，可以开发出很好的实验材料来对研究质量进行提升，并有机会对第一

轮审稿人提到的测量问题进行补救。遗憾的是，作者团队选择了基于已有数据与工作进行解

释。

回复：

感谢审稿人对我们研究选题价值的肯定！在第一轮修改中，我们曾认真考虑增设实验研

究，但最终选择基于现有研究与扎根分析来检验，是因为实验设计能够检验单一情境，但难

以覆盖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所涉及的多样情境；而现有设计通过多样化场景与扎根分析，可

以更全面地反映其对下属行为的广泛影响。此前，我们也认为 CIT 实验法要求参与者回忆

具体事件，对情境因素进行了有效控制，同时能保证自变量（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先于因

变量（下属反应）的时间顺序，在逻辑上支持因果推断。然而，正如您指出的，原有研究在



设计和测量上仍存在局限，尤其是 CIT 作为回溯性方法，虽然能够捕捉到真实职场情境中

的关键经验，但其因果推断能力确实有限。我们深刻认同这一点，并希望进一步提升文章质

量。为此，本轮修改中，我们增设了一项基于情境阅读材料的实验，以补充验证现有发现、

增强研究的严谨性与说服力。

参考您的意见，我们在开发实验材料时，结合研究 1中扎根分析提炼出的典型情境类型

——领导在积极情境下表达消极情绪，并参考 Greer 等（2013）的操纵方式，设计了本研

究的实验材料。参与者首先被要求阅读一段与职场相关的情境，并将自己代入其中，然后完

成后续的量表测量。情境描述了参与者作为某游戏开发团队成员，近期完成了一项重要的、

对公司具有显著积极意义的技术突破。在情绪可预测性条件下，领导在该积极成果情境中表

现出可预测的积极反应（如露出满意表情、积极称赞团队努力）；而在情绪不可预测性条件

下，领导表现出不可预测的消极反应（如神情严肃、语气消极地评价团队工作）。与实验有

关的进一步内容请见本《修改说明》开头的重要修改部分。

第二，在研究方法的完善方面，尽管作者增加了扎根分析来回应情境问题，但该扎根分析仍

然只是在现有数据基础上进行补充说明，并未显著提高研究整体的因果推断能力或内部效度。

同时，作者坚持使用两个中介变量各仅 2个题项的测量方式，虽提供了一定的文献支持，但

考虑到现有研究规范和同行研究惯例，这种测量方法仍存在较大局限。关于调节变量“关系

阶段”的划分，虽然作者修改了划分方式，但三分位数的划分方法仍然让读者难以信服，更

接近数据驱动的后验划分方法，仍未能从理论上清晰说明为何特定的关系阶段划分能够显著

影响研究结论。这里建议作者团队做出补充分析，对调节变量的测量采取不同方式，检验调

节效应的稳健性。

回复：

感谢审稿人对研究方法的详细点评与建议。关于扎根分析的作用，我们确实意识到其在

原有设计中更多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因此，在本轮修改中，我们增设了情境实验，以进一

步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和因果推断能力。

关于中介变量的测量，我们基于文献支持在原有设计中保持题项简洁，但我们也意识到

这种测量方式可能存在局限，因此在修改稿中我们对焦虑情绪的测量进行了优化，采用 4

个题项的测量方式（anxious, stressed, upset和 scared, Morelli et al., 2015），该量表在新增研

究中的 Cronbach’s α为 0.93，具有良好的信度，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关于调节变量关系阶段的划分，我们认为，关系阶段作为调节变量的理论内核并非时长



的具体数值，而是关系中个体认知、互动模式与决策逻辑的质性区别（Altman & Taylor, 1973）。

这与情绪社会信息理论中强调情绪的人际影响取决于表达者与观察者关系的内涵是一致的

（Liu et al., 2017）。我们理解您对于分位数划分法的担忧，因此，在新增的实验研究中，我

们通过情境材料操纵将关系阶段明确界定为“新关系”与“成熟关系”两个维度。参与者被告知

自己与领导的关系为“共事时间较短、互动有限”（新关系组）或“共事时间较长、彼此较为

熟悉”（成熟关系组）。这一划分也具有明确的理论依据，根据社会交换理论（Graen & Uhl-Bien,

1995）以及相关研究（如 Harris et al., 2009），新建立的领导下属关系通常互动经验有限，而

成熟的关系则具有更高的信任度和互动默契。这种区分能够理论上解释为何领导情绪不可预

测性在不同关系阶段下对下属情绪和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另外，我们认可关系发展阶

段可划分为初期（新关系）、发展期（居中关系）和成熟期（成熟关系）三个阶段。但鉴于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假设以及新增实验研究主要关注新旧关系类型对下属反应的影响，因此在

数据分析中，已将原问卷研究中的居中关系剔除，不再进行讨论。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操纵提

升调节变量的理论清晰性、增强实验设计的内部效度。

综上所述，本研究虽然在选题和理论视角上具有较好的潜力，但目前提交的修改稿未能充分

回应第一轮评审的核心关切，尤其是在研究设计严谨性和实证方法规范性方面仍存明显不足。

因此，我建议作者团队在后续修改中：

第一，增设一个严谨的实验研究，明确验证情绪不可预测性影响机制，以提高因果推断能力；

第二，完善测量工具，至少采用三个及以上题项的成熟量表测量中介变量，确保测量的信效

度；

第三，对关系阶段划分提出理论导向的、具备明确理论支撑的多种划分标准以展开稳健性检

验，而非仅依靠数据的三分位数方法。

考虑到上述问题尚可通过进一步修改解决，我同意给予作者团队一次“重大修改”的机会，

但需强调，如果作者在下一轮修改中未能认真回应以上核心问题，建议稿件予以拒稿。

再次感谢作者团队的付出，也希望看到更具实质性改进的稿件。

回复：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研究的宝贵建议，也感谢您对我们研究选题和理论视角的肯定。针对

您提出的三方面核心意见，我们在本轮修改中进行了如下调整：

（1）增设实验研究：我们参考研究 1中扎根分析提炼的情境类型设计了情境实验，以

验证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对下属行为的因果影响。



（2）完善测量工具：针对中介变量，我们重新检查并扩展了量表题项，确保每个中介

变量至少采用三个及以上题项测量，以提升信度与效度。

（3）关系阶段划分的理论支撑与稳健性检验：在新增的实验研究中，我们不再采用分

位数划分方法，而是通过操纵情境材料，将关系阶段分为“新关系”和“成熟关系”，并引用社

会交换理论（Graen & Uhl-Bien, 1995）解释其差异。同时，我们发现，无论采用基于分位数

的划分方法、基于年份的经验划分法（原始投稿稿件所采用的方法），还是通过情境材料进

行操纵，领导和下属的关系类型均显著调节了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对下属认知困惑的影响，

而对下属焦虑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本研究的核心结论在不同划分方式下均保持一致，

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我们深知第一、二轮审稿中提出的问题对于提升研究的严谨性和说服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轮修改尽可能结合理论与实证进行补充与完善。再次感谢您耐心而细致的反馈，我们期待

您的进一步指导。



外审专家 2 审稿意见

基于情绪社会信息理论，该研究揭示了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影响下属的两条路径，选题具有

显著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作者在修订中对原有关键事件法数据进行了扎根理论分析，通

过“质性探索-定量验证”的双研究设计构建认知-情感双路径模型，值得赞赏与肯定。然而，

当前版本仍然存在一些疏漏，削弱了结论的可靠性与理论贡献的创新性。

回复：

非常感谢审稿人对本研究理论价值与研究设计的肯定。我们认真学习了您提出的宝贵意

见，并认识到稿件在研究设计与结论论证上仍有不足之处。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以下修

改中逐条回应，进一步完善研究的严谨性与理论贡献。

1、研究一扎根分析中，被归类为“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的主范畴（例如，积极情境表达消

极情绪），其核心特征实为“情绪表达不适当性”（即，情绪表达违反社会情境规范）。本研

究是否误将情绪社会信息理论既有的不适当性要素包装为新构念？若核心现象实为情绪不

适当性，则所谓拓展理论边界的贡献将降格为对已知机制的情境验证，显著削弱理论创新性。

所以，建议作者进一步澄清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这一关键构念。

回复：

非常感谢审稿人对核心构念提出的关键性问题。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和情绪表达不适当

性两者都涉及情境对观察者的影响，但它们的理论逻辑有所差异。情绪表达不适当性主要是

一个文化社会规范的概念，其核心在于情绪表达是否符合既定社会规范（Shields, 2005）；而

情绪不可预测性强调的是情绪反应与情境逻辑的一致性，即个体在面对特定刺激时的情绪是

否具有可预期性（Greer et al., 2013）。因此，不可预测的情绪不等于不适当的情绪，不可预

测性并非对既有概念的简单延伸，而是揭示了情绪社会信息理论在情绪表达与情境逻辑维度

上的拓展。此外，两者的影响因素也存在明显差异。不适当性往往与表达者的情绪智力和社

会规范认知相关；而不可预测性更多来源于观察者在社会互动中对领导反应模式的判断，与

情商无直接关系。换言之，不可预测性关注的是“反应是否符合情境逻辑”，而非“表达是否

符合社会规范”。

我们已在修订中进一步强化这一区分，并在“2.1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部分补充澄清，

具体为“情绪的感知适当性，即判断他人情绪是否符合社会或组织规范（Shields, 2005）。两

者都涉及情境对观察者的影响，但它们的理论逻辑有所差异：感知适当性是一个文化政治概



念，关注情绪与表达规范的一致性；不可预测性则强调情绪与情境逻辑的匹配性，不可预测

的情绪不等于不适当的情绪。此外，两者的影响因素不同：不适当性与情商相关，高情商者

能调整表达以符合规范；不可预测性则与情商无直接关系，主要源于观察者对观察者在社会

互动中对他人情绪反应的判断。换言之，不可预测性关注的是反应是否符合情境逻辑，而非

表达是否符合社会规范”，以确保读者能够清晰理解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的独特性与理论贡

献，再次感谢您的意见！

2、作者声称其发现“挑战了‘情绪有助于消除情境歧义’的社会功能性假设”，但研究发现情

绪-情境冲突引发下属认知困惑与焦虑，不是印证了情绪社会信息理论在复杂信息环境下的

解释力吗？

回复：

感谢审稿人对我们表述的细致关注。您指出的问题非常关键！我们的研究并非否定情绪

社会信息（EASI）理论，而是希望揭示其边界条件。具体而言，EASI理论认为情绪信息有

助于理解环境，可以帮助观察者消除歧义。我们认可这一逻辑，认为在多数情境下，情绪确

有消除歧义的功能。但我们也认为，当情绪反应与情境逻辑不一致时，情绪本身反而会成为

新的歧义来源，从而引发下属的认知困惑和情绪反应。而情绪信息在与情境信息矛盾时的解

释力并非 EASI理论已有的探讨，因此我们的研究既不是对其“印证”，也不是“推翻”，而是“拓

展”了情绪社会信息理论在复杂情境下的适用范围。基于您的意见，我们已将原文中的“挑战”

调整为“拓展”，如“本研究拓展了情绪社会信息理论的研究边界”，以避免引起误解。

3、研究一是否能验证因果关系？关键事件法作为回溯性质性技术不是严格的实验控制。

回复：

非常感谢您对本研究研究方法严谨性提出的专业意见！我们认同您的观点，关键事件技

术作为回溯性方法，虽然能够捕捉到真实职场情境中的关键经验，但其因果推断能力有限。

因此，在本轮修改中，结合其他评审专家的意见，我们补充开展了一项情境实验研究。该实

验通过操纵领导情绪反应的可预测性（参照 Greer et al., 2013 的方法，并结合研究 1的扎根

分析提炼的情境类型），在控制情境的基础上检验了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对下属认知与情绪

反应的因果效应。实验结果与原有研究的发现高度一致（研究结论详见本《修改说明》开头

重要修改处的说明），从而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因果推断能力。



4、尽管作者引用了 Kouchaki & Desai（2015）的研究，但该研究的信度为 0.78是达标的，

而本研究的信度是低于心理学研究的公认阈值的，作者应该在局限中阐明这一点，包括之前

审稿人关于测量的质疑都应该在局限中阐述，因为作者其实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回复：

感谢审稿人对测量工具信度问题的提醒！我们认同您的意见，在原有研究中，焦虑情绪

的量表题项数有限，信度指标相对偏低，确实是本研究的局限之一。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已

在“5.3 局限与展望”的第二段明确指出了这一问题，并将其作为研究的不足之一呈现出来。

具体地，我们写道“尽管本研究中采用了不同的成熟量表来测量下属的反应，但在研究 1中，

焦虑变量的测量信度偏低，可能导致效应估计存在一定偏差，进而影响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采用不同的研究设计，以增强结果的有效性”。

同时，在本轮修改中，我们在新增的情境实验中采用了四个题项的成熟量表对关键中介

变量进行测量（Morelli et al., 2015），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达到 0.93，显著提升了测量

的信度。

5、关于模型没有纳入足够多的控制变量的解释并不能令人信服。需要更多的文献回顾或者

实证证据支持。

回复：

感谢您对控制变量问题提出的宝贵意见。在上一轮修改中，您建议我们控制下属和领导

的情绪稳定性。在本轮修改中，我们采纳了这一建议，在新实验中新增了领导情绪稳定性作

为控制变量。具体而言，各组实验材料均提示领导在日常工作中情绪稳定、极少出现夸张反

应（Caprara et al., 1993），以确保参与者对领导情绪稳定性的感知一致。结果显示，领导情

绪稳定性确实对下属认知困惑（B = –0.19, p < 0.05）和任务绩效（B = 0.19, p < 0.01）有一定

影响，但核心假设所涉及的不可预测性效应仍保持稳健。

对于下属的情绪稳定性，我们认为其对领导情绪表达行为的影响有限，未满足 Spector

等（2011）关于控制变量需同时影响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标准，因此未在实验设计和测量中纳

入。再次感谢您的专业意见！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的选题是有价值的，如果作者能够正视并成功解决上述问题，稿件质量

将得到质的提升，并最终达到发表水平。

回复：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研究选题价值的肯定，以及对提升稿件质量提出的具体意见。我们已

认真阅读并采纳相关建议，针对研究设计、测量及控制变量等方面进行了实质性改进。我们

会继续努力，确保稿件在下一轮修改中充分回应审稿意见，以达到期刊的发表标准。



外审专家 3 审稿意见

研究基于情绪社会信息理论，考察了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影响下属人际回避行为和任务绩效

的两条路径。采用问卷结合记忆唤起的研究方法是本研究的亮点。我有一些建议帮助作者更

好的改善文章。

回复：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研究方法的肯定，以及提出的建设性建议。我们已认真学习您的意见，

并在修改中充分采纳，以进一步完善文章内容。以下是我们对您意见的逐一回应。

首先，理论模型的选择不适合。情绪社会信息理论指出，个体情绪表达所引发的认知评估，

需要利用情境等相关信息开展（Van Kleef et al., 2016）。而这里作者所构建的模型更像是一

个基于某种领导品质所引发的员工的认知与情感评价。并不存在任何情境性因素辅助员工评

估信息。所以似乎采用领导行为风格理论更适合引导研究模型。

回复：

非常感谢您对理论模型选择提出的意见，促使我们思考本研究模型与理论的契合度！

首先，我们想澄清关于情绪社会信息（EASI）理论的理解。EASI理论并未指出观察者

对表达者情绪表达的认知评估必须依赖情境因素，而是强调情境会调节观察者对情绪表达的

解读和反应。该理论与情境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观察者可以基于表达者的情绪推测情境状态。EASI理论基于情绪的社会功能视角

发展而来，强调情绪表达在人际互动中的信号作用。例如，积极情绪往往传递积极信号，而

消极情绪则传递负面信号（Otta et al., 1996），从而使观察者能够据此推断情境状态。例如，

当领导表达了积极情绪，下属可以推测出当前情境是安全友好的；

（2）观察者对情绪的认知评估会受到社会情境因素（social-contextual factors）的影响。

EASI理论指出，个体在接收和解读他人情绪信息时，会受到情境或个人因素的调节，例如

表达者与观察者的关系性质、观察者的认知动机等（Van Kleef et al., 2012; Liu et al., 2017）。

换言之，情境在该理论中的作用主要是调节效应，而非认知评估发生的必要条件。

其次，我们选择基于 EASI理论（Van Kleef et al., 2012; Van Kleef & Côté, 2022）构建研

究模型，主要有以下考虑：

（1）研究内容与 EASI 核心逻辑的契合与拓展。本研究聚焦于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在

复杂情境下如何影响下属的认知困惑与情绪反应，切入了 EASI尚未充分探讨的情绪信息与



情境信息可能冲突的情境。同时，我们将领导—下属关系类型纳入考量，正是呼应了 EASI

关于情境与个体特征对情绪解读具有调节作用的逻辑。关系类型在此即是一种影响员工认知

评估的情境因素，从而体现了理论在复杂互动环境中的适用性与边界拓展。

（2）EASI在领导情绪表达研究中的普适性与优势。EASI专注于情绪的社会信息功能，

并已广泛应用于领导情绪表达的研究（如 Deng et al., 2020; Staw et al., 2019; Wang et al.,

2018），为我们提供了成熟的理论基础。相比之下，领导行为风格理论更强调领导者稳定的

行为模式，而非情绪表达作为社会信号的作用路径。我们认为其有价值，但在解释我们所关

注的情绪不可预测性现象时或不够聚焦。

综上，我们认为 EASI理论更契合研究问题，也能够体现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创新性。为

更好地展现理论选取的逻辑，我们在“1.1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和“1.4关系阶段类型的调节

作用”部分强化了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与情绪社会信息理论的契合性。其中，在“1.1领导情

绪不可预测性”中，我们指出“情绪社会信息理论将情绪视为一种社会信号，强调情绪表达能

够向他人传递特定的信息…通常，情绪表达契合情境逻辑，有助于消除歧义并促进协调。然

而，现实中领导的情绪并非总与情境一致，甚至可能出现明显矛盾…尽管这种情绪在形式上

清晰可辨，但与当下情境存在冲突。当其作为社会信号被下属接收时，往往意味着领导的态

度或动机可能不遵循常规逻辑，从而迫使下属重新评估局势。由此，情绪虽仍发挥社会信息

功能，却可能因其不可预测性而削弱甚至扭曲原有的指引作用”；在“1.4关系阶段类型的调

节作用”部分，我们强调“关系阶段类型作为领导—下属关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评估双方关

系性质的关键指标，能够改变下属对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的解读方式。”

其次，基文本的记忆唤起方式的研究设计似乎也并不能排除问卷法所带来的实际问题。主要

就是对于研究变量缺乏控制。在这里既然已经要求作者回忆的是领导情绪的不可预测情景，

并没有其他情境的控制，我们怎么排除有这个研究所确认的变量关系是真实关系，而非虚假

的同源数据。建议作者可以补充一个相对简单的实验操纵研究，而不是验证整个模型。

回复：

非常感谢您对研究设计提出的深刻意见。我们认同您的建议，基于记忆唤起的研究设计

虽然能够捕捉自然情境下的真实体验，但难以像实验设计那样实现严格的变量控制，从而可

能存在同源偏差或虚假关系的隐患。

针对您的建议，我们在本轮修订中新增了一项情境实验研究。该研究参考了 Greer 等

（2013）的操纵方式，并结合研究 1的扎根分析提炼出的情境类型，设计了实验材料。参与



者首先阅读一段职场情境并将自己代入其中，然后完成后续测量。在实验中，我们操纵了领

导情绪的可预测性：在积极成果情境下，领导要么表现出可预测的积极反应，要么表现出不

可预测的消极反应。结果表明，即使在严格控制情境的实验条件下，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仍

然对下属的焦虑情绪、认知困惑和后续反应产生了显著影响，从而增强了因果推断能力。研

究结论详见本《修改说明》开头重要修改处的说明，再次感谢您的专业意见！

第三，如果涉及到调节作用的话，我们怎么确认关系长度不会调节中介变量到因变量的关系。

因为也很逻辑通顺，就是虽然我有焦虑情绪，但是因为我和领导者的个人关系，所以不太会

影响我的工作成绩。另外，关于调节变量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作者选用关系长度，而不是我

们经常使用的领导成员关系质量。心理学老被其他学科诟病我们的只是概念体系碎片化，有

越来越多的新概念被提出，而不是合并归纳到老概念体系中去。

回复：

感谢审稿人对调节变量提出的关键意见。我们理解您的关切，即关系长度可能会对情绪、

认知及行为反应之间的作用链条产生不同层次的影响。本研究将关系长度设定为第一阶段

（即自变量到中介变量）的调节因素，主要基于理论和逻辑推理的考量。

从理论上看，EASI 理论以及情绪认知评价理论（Lazarus, 1991）均指出，个体的情绪

反应通常源于对情境的认知评估。基于这一逻辑，关系长度（新/旧关系）作为重要的环境

因素，会改变下属对领导情绪的解读方式，从而影响他们产生困惑或焦虑的程度。从推理逻

辑来看，一旦情绪体验已经生成，其对任务绩效或人际退缩行为的作用，更可能取决于个体

的资源状况或自我调节机制，而非关系长度本身。至于您提到的：“虽然我有焦虑情绪，但

因为我和领导的关系较近，所以不太会影响我的工作成绩”，这一逻辑或许更契合于解释领

导在绩效评价中的潜在偏差，而非下属在自身任务绩效或人际行为上的直接反应。因此，本

研究更关注关系长度在前半段路径上的作用。

为更好地展示这一理论逻辑，我们在修改稿中的推理部分进行了补充，明确说明了关系

长度作为调节变量的作用位置与边界。具体地，我们在推理调节假设时添加了以下内容：“根

据 EASI理论（Van Kleef et al., 2012），个体对外部情绪信号的反应取决于其对情境的认知评

估。同时，情绪的人际影响取决于表达者与观察者的关系，关系性质从根本上决定情绪表达

的意义及社会后果（Liu et al., 2017）”。因此，本研究认为，领导与下属的关系阶段类型决

定了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对下属认知困惑和焦虑情绪的影响。

关于为何未使用领导—成员交换质量（LMX）而选择关系长度，我们有两点考虑：第



一，LMX是一种主观感知测量，容易与下属的情绪反应产生同源偏差；相比之下，关系长

度作为相对客观的指标，不仅能减少潜在偏差，也更具实践意义（如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更易

操作）。第二，关系长度与 LMX在概念上并不等同：前者强调关系发展的阶段性，后者则

反映关系质量的主观水平，两者不可简单合并。

我们认同审稿人提出的呼吁——心理学研究需要避免过度碎片化、而应注重概念整合，

因此我们在研究中也谨慎区分并解释了关系长度与 LMX的差异，以避免人为引入冗余的新

概念。具体地，我们在修改稿中的假设推理部分明确表明“关系阶段类型作为领导—下属关

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评估双方关系性质的关键指标，能够改变下属对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

的解读方式。”在新关系阶段，由于互动经验不足，下属更容易将领导的不可预测情绪视为

模糊的信号，从而增强认知困惑与焦虑；而在成熟关系阶段，既有的互动模式则能够缓冲这

种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在实践意义部分，我们进一步强调，“关系长度作为相

对客观且易操作的指标，能够为组织提供切实可行的管理启示。本研究建议，企业在安排新

员工进入团队或新领导上任时，应关注初期关系的不稳定性，提升员工对复杂组织情境的理

解与解释能力，避免领导情绪的不可预测性对下属造成干扰。具体地，员工应在实践中培养

对情绪来源的敏感性，主动获取信息，拓宽情境理解，从而降低领导情绪表达对自身任务绩

效与人际互动造成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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